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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吉尔斯教区: 19世纪早期伦敦的
典型贫民窟

张卫良

(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 杭州 311121)

摘 要:圣吉尔斯教区是 19世纪早期伦敦最著名的贫民窟之一，经常被视为伦敦贫民窟的典型。圣吉尔斯教区
贫民窟的形成与英国城市化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大量贫穷人口的聚集直接推进了大城市贫民窟的形成，圣吉尔斯教区

逐渐从一个“古老而真正愉快的村子”堕落成肮脏又臭名昭著的地方。圣吉尔斯教区除了伦敦一般贫民窟的特点以外，
还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房屋租赁关系以及居民职业底层化的特征。在维多利亚晚期，这个区域虽然随着街道改造而渐趋
消失，但始终未能实现贫民窟形象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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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吉尔斯教区是 19 世纪早期伦敦最著名的
贫民窟之一，经常被视为贫民窟的典型。在近代
早期以后，伦敦的贫民窟是普遍的，几乎每个区

域都存在着贫民窟或贫民区。在公众的印象里，
伦敦的圣吉尔斯教区、红花山、雅各岛、伯蒙德
西、拉特克利夫公路、圣詹姆斯教区的贝里克街
区、威斯敏斯特的派尔街、白教堂、贝瑟纳尔－格
林以及伦敦东区的圣乔治教区等地都是不同时

期有代表性的贫民窟。而在其中，“被认为肮脏
和不道德的最糟糕的地方是在圣吉尔斯教区和

在白教堂的温特沃思街”。［1］圣吉尔斯教区是伦
敦中心区域最让人诟病的贫民窟，因其破败拥挤

的住房群“乌鸦窝”而臭名远扬，被认为是维多利
亚时期英国最差的贫民窟之一。虽然有关城市
贫民窟的一般研究成果看起来不少，但有关圣吉

尔斯教区的专门讨论并不多，但大多数的著述仅

仅是描述，没有做深入的探讨，当代国内外学术

界尽管也关注圣吉尔斯教区的贫民窟问题，但并

无专题的讨论。本文尝试通过对圣吉尔斯教区
贫民窟的形成、房屋租赁关系以及居民职业分
析，揭示这个教区贫民窟的特征及其变化。

一

在近代早期，圣吉尔斯教区曾经是一个有人

气的地方。在这个区域，有不少的贵族家庭居
住。在拉尔夫·阿格斯( 约 1540－1621 年) 的地
图上，圣吉尔斯以一个小村子或十分小的一组村

舍出现，紧贴着圣吉尔斯医院的围墙，有它们各

自的园地。1541年，一个议会法案通过，命令“铺
设一条从霍尔本酒吧到圣吉尔斯教堂的伦敦西

路”，到那时为止，街道两边有一些居民住
宅。［2］198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 ( 1559－ 1603 年) ，
圣吉尔斯仍是一个小村子，是古老的“圣吉尔斯
教区的真正愉快的村子”，有一次市长大人访问
泰伯恩的沟渠，在巨大的马里勒本黑森林中还狩

猎了野兔，中饭后又在圣吉尔斯教区的边缘杀了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世纪伦敦城市贫困阶层历史变迁研究”( 19BSS018)。
作者简介:张卫良，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英国社会经济史、英国城市史。

DOI:10.13713/j.cnki.cssci.2020.02.013



一只狐狸。［3］20在詹姆斯一世时期 ( 1566 － 1625
年) ，圣吉尔斯的德鲁里巷已经存在。进入 17 世
纪以后，圣吉尔斯这个地方逐渐聚集起更多的人

口，原来荒芜的乡村开始繁荣起来。作为一个 17
世纪的新郊区，圣吉尔斯地区是一个有潜力的地

方。1623年，这里的房屋开始大大增加，总数估
计不少于 897 幢。［2］200提到的有称为庭院和巷子
的地方多达 20多个，在这之后不久，提到建造的
房屋有 56 幢。［3］20据猜测，这些房屋是由有地位
的和富裕的人居住的。这个区域的另一个建设
高潮是复辟时期，在南特敕令 ( 1598 年) 废止以
后，大量法国贫穷移民在这个区域居住下来，遗

憾的是大量的记录消失了。在查理二世统治时
期( 1630－1685 年) ，后来叫七街日晷的地方在这
里建造起来，期望这个地方不久成为华丽和富裕

的居住地。在这个地方建立起来的索霍广场、科
文特或科文特花园都是贵族的居住地――《旁观
者》告诉我们，“科弗利的罗杰爵士，一个好运的
准男爵和古代家族住在索霍广场”，是七街日晷
的直接邻居。在查理二世纪统治结束的时候，房
屋有 2000 多幢; 在安妮统治时期 ( 1665 － 1714
年) ，房屋超过 3000幢。［2］200到 18世纪初，除了贝
德福德广场和现在叫做布卢姆斯伯里的街区以

外，整个圣吉尔斯教区都被房屋所覆盖。［3］21尽管
如此，根据伦敦郡议会做的有关圣吉尔斯教区的

调查，在约 1720 年的圣吉尔斯教区图中可以看
到那时圣吉尔斯教区的核心区域已经建造有大

量的建筑物，但在其边缘仍有不少的空地。［4］

进入 18世纪以后，圣吉尔斯快速地堕落成
一个肮脏的地方，而且极其引人注目。在 1740
年代，圣吉尔斯教区已经是一个以乌鸦窝知名的

贫民窟。在托马斯·比姆斯看来，乌鸦窝在这个
区域就是一个地点或地区，其形状是三角形的，

由班布里奇街、乔治街和高街合围，这个地点就
圣吉尔斯教区。在 18 世纪中期以后，圣吉尔斯
教区的“乌鸦窝”名声更大了，其中有三个主要原
因:一个是圣吉尔斯位于伦敦西区的交通要道，

离科文特花园市场、索霍商业区、威斯敏斯特教
堂、王宫和泰晤士河都不远，是一个居住十分便
利的地方，也是一个易于谋生的区域，周边的市

场、商业区和政府服务需要大量的劳动者; 另一
个是大量人口的集聚，贫富分化现象十分严重，

富人开始郊区化。富裕的有购房能力的人为伦
敦西边新的贵族房地产所吸引，开始离开这个地

方，这里呈现出郊区化的现象; 富人迁移的结果

是，圣吉尔斯教区剩下一些空空荡荡的房屋，这

些房屋结构随之发生改变，大多数的房屋成为了

出租房，从而聚集起更多的贫穷人口; 最后一个

原因是这一带的房屋建设也在快速增加，形成了

迷宫般的街道，导致大量的乡村人口来这里暂

住，这些社会地位低下的人群包括小偷和大量的

爱尔兰移民。因为爱尔兰移民的聚居，这个地方
也被称为“小爱尔兰”和“圣地”。
随着各色人等的集聚，这个地方的恶名也在

逐渐地扩大。1751年，据说圣吉尔斯教区有超过
2000幢房屋，约 1 /4 的房屋是杜松子酒店，有 82
幢公寓居住着妓女和窝赃者。威廉·贺加斯的
画《酒巷:残忍的第一个阶段，一个妓女的进化》
和《悠闲的学徒》，把酒巷描绘成一个犯罪和堕落
的地方。［5］523这些作品对于知识阶层来说，很自
然地能够感受到圣吉尔斯教区的邪恶形象，也影

响到一般公众的认知。
圣吉尔斯教区真正让人惊叹的变化是在 19

世纪初期。托马斯·比姆斯说: “100 年来，在圣
吉尔斯教区有一个很大的穷人聚居地;这个聚居

地年复一年地变大，直到本世纪初，这个聚居地

膨胀成最惊人的建筑物。”［3］25，24 1812 年，在这个
教区的统计簿上有将近 5000幢房屋。［2］200我们根
据 1843年圣吉尔斯教区和布卢姆斯伯里的圣乔
治教区济贫费账册地图看到，1843年的圣吉尔斯
教区与 1720 年代总体没有特别大的差距，但住
房密度明显地增加了。1801年，每座房屋的平均
居住人数是 9．8人，但到 1831年这个数字上升到
12．7人。人口持续增长到 1851 年，但在 1840 年
代，圣吉尔斯的房屋数量大幅度下降，原因是为

新牛津街的建设而清除了一些房屋，从而导致圣

吉尔斯更高的平均居住率。［6］641847年，伦敦统计
学会做了一个以街道为目标的调查，霍勒斯·曼
对圣吉尔斯教区的整个北区做了调查，特别调查

了教堂巷、教堂街、克拉克大厦、卡里尔街、皇冠
街、蒙茅斯街和高街，对 1841年和 1847年教堂巷
27幢房屋中的 12 幢房屋进行居住人口分析。
1841年，27 幢房屋居住人数为 655 人，爱尔兰人
包括他们的家庭占了约 2 /5，达 281 人; 到 1847
年，居住人数增加到 1095 人。在 6 年间，每幢房
屋居住人数从大约 24 人增加到超过 40 人，其中
原因有两个:一是 1844年开始的新牛津街道“改
造”，拆除旧的房屋，拓宽街道，使原有的居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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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挤入数量更少的剩余房屋中，同样的房屋经常

居住 40或 50多人;二是 1846－1847 年的爱尔兰
饥荒，导致大量新移民流入这个伦敦最突出的
“爱尔兰”区。［7］19－20与爱尔兰移民为逃避饥荒而
流入的人数相比，这里的过度拥挤更大程度上来

自于新牛津街道的建设。虽然这些是地方性的
因素，但圣吉尔斯教区经历了与这个城市大多数

其它区域一样的危机时期，因城市更新而加剧了

贫民窟的过度拥挤问题。
1849年，有关圣吉尔斯教区教堂巷及其周围

的调查揭示出在某些不多于 4 个房间的房屋中，
每晚居住的人数在 50－90人之间;在人口普查过
程中，居住过度拥挤程度有更高的记录。1841
年，教堂巷每幢房屋的平均居民数是 24 人———
伦敦平均数的 3倍，整个圣吉尔斯教区居住数的
近 2倍，然而，到 1851 年，教堂巷的情形更加恶
化，每幢房屋的平均居住数达到 46 人。房屋居
住人数的大幅增加还隐藏了这样的事实，那个街

上有几幢房屋的居住人数甚至超过了 100 人，一
幢房屋( 第 21 号) 容纳了 140 人。［3］31当然，在圣
吉尔斯教区，不少的房屋是普通寄宿房，有学者

认为圣吉尔斯教区是伦敦普通寄宿房生活的一

个主要中心。［8］事实上，这个教区居住人口增长
的趋势是与其他中心区域相一致的，人口大量增

长而新的住房几乎没有增多，导致存量住房的过

度拥挤，甚至日渐恶化，环境压力巨大。
除此以外，圣吉尔斯教区作为一个乞丐中心

也被很好地记录下来。根据抑制乞丐生活协会
的调查( 1819年和 1830－1832年) ，伦敦超过 1 /4
的乞丐来自这个地区，在 18、19 世纪之交，这个
地区最好的时期已经过去，在接下来的几十年

里，在很多人的眼睛里，圣吉尔斯教区是贫民窟

的原型。［6］64在 1830 年代，圣吉尔斯这一带便被
认为是一个邪恶的中心。有人认为，1836 年的圣
吉尔斯教区是伦敦 1 /3 乞丐的家园，是低等公
寓、妓院、窝赃和小偷集中的中心。［5］524这种说法
也为其他人所接受。托马斯·比姆斯把圣吉尔
斯教区描述为“人类生活可能最差条件”的典型，
这里是伦敦最糟糕的寄宿房所在地，居住着对大

城市来说很普通的各类小偷―强盗，那些不想拥

有任何其他生活手段的人; 流浪者和乞丐，他们

认定的职业是一种流氓的借口;那些到伦敦寻找

工作的劳动者; 那些成群的爱尔兰人，每年似乎

像苍蝇和水果一样进进出出―在这儿成群结队:

为各种各样的生活必需驱动到这些巢穴，他们是

满足于在那里获得住处，直到小偷有机会修复他

的命运，劳动者指望能提供更好的住宿……在这
个蜂巢中心，著名的小偷聚集的酒吧叫耗子城

堡;这个邪恶的窝是被社会抛弃者的公共集结

地。［3］26在那个时期，存在于伦敦的所有贫民窟中
的问题圣吉尔斯教区都有，在肮脏或臭名昭著方

面，很少有贫民窟超越圣吉尔斯教区的爱尔兰人

的乌鸦窝。
在 19 世纪中期，亨利·梅休有关圣吉尔斯

教区的描述是非常形象的，“这个由乌鸦窝占据
的地方由大拉塞尔街、夏洛特街、布洛德街和高
街所包围，这个地方都在圣吉尔斯教区。在这个
空间里，有乔治街( 曾经的迪奥特街) 、卡里尔街、
梅纳德街和教堂街，这些都是从北到南的街道，

与教堂巷、艾维巷、巴克里奇街、班布里奇街和新
街相交叉。这些路与一种几乎无尽头的错综复
杂的庭院彼此交叉，给出像一种养兔场一样的地

方……在巴克里奇街两边，有大量的庭院，特别
在北边，这些加上相连的后院和街道后边的矮

墙，在治安官追捕时，对于任何一个小偷来说，这

是一个容易的逃跑通道”。［9］显然，对于社会治安
来说，这种区域是十分令人头痛的地方。
然而，在 19世纪中期以后，圣吉尔斯教区随

着伦敦大规模的街道改造、铁路建设以及住房改
造，原有的一些最为糟糕的地方已经消失，而有

一些地方也正在消失。不过，1874 年圣吉尔斯地
区仍是伦敦工程委员会重点改造的一个对象。
1874年 8 月 27 日的《泰晤士报》报道，大都市工
程委员会获得了在教堂巷、卡里尔街和教堂街北
边和南边拆除房屋庭院中建筑物的命令，还一起

拆除了整个威尔奇大杂院和肯尼迪大杂院。［10］在
19世纪末，圣吉尔斯教区逐步成为一个人们记忆
中的贫民窟，而伦敦东区却转而成为一个新的贫

民窟典型。

二

圣吉尔斯教区之所以在 19 世纪初成为伦敦
贫民窟的一个典型，与其肮脏杂乱的环境、破烂
不堪的房屋、生活困苦的居民、死亡率奇高的传
染病和犯罪猖獗的市井社会有很大的关系。

1842年，埃德温·查德威克在向英国议会上
院呈递的《关于大不列颠劳动人口卫生状况的报
告》中谈到了伦敦贫民窟的卫生情况，他引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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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伦敦土木工程师协会理事豪厄尔先生的话:

“在圣吉尔斯教区，要我测评紧靠高街邻里几座
房屋的破损情况，在经过第一座房屋的过道时，

我发现庭院覆盖着一层从厕所里溢出来的粪便，

将近 6 英寸深，铺了砖块以使居民穿过时不湿
鞋。另外，在墙边有一堆垃圾，是最讨厌的东西。
房屋内部带有同样的特征”。［11］根据伦敦统计协
会的记录，在教堂巷婴儿死亡率高于郊区伊斯灵

顿 2倍，年纪在 1 岁至 2 岁之间的儿童死亡率高
了 6倍多。然而，死亡率仅仅是一种更大数量发
病率的表现形式，它以一种单一规律冲击着贫民

窟地区的人口。在圣吉尔斯教区，在 1847年 7月
1日和 1848 年 2 月 27 日间，88 人由于伤寒而死
亡，仅有 2人在收容所中获得医疗救助。［7］22－24

1848年 1月，一个专门委员会对圣吉尔斯教
区的教堂巷进行了调查，发现这里的基础设施存

在很大的问题。这条巷子 290 英尺长，20 英尺
宽，总共有 32幢房屋。那里有几个后院，其中一
个 48英尺长，10 英尺宽，有 7 个小房屋，这个院
子只有一个狭窄的通道，2 英尺宽，20 英尺长。
这些房屋是木结构的，有 2 个房间。另一个院子
长 36英尺，宽 24 英尺，有 6 个小房屋。然而，这
条巷子只有 3 盏煤气灯照明。虽然自来水一周
供应 3次，但既没有水泵、水池、蓄水箱，也没有
大水桶，因此，除了 1 家寄宿房、3 家商店和 1 家
酒店以外，所有房屋的房客都被迫在各自房间里

存水，放在他们能够支配的木桶里;但是，由于自

来水输送没有持续足够长的时间，所有这条街的

居民无法获得足够的水，即使他们有桶装水，他

们也会不时地向商店或酒店商量要一壶水;他们

有时候被迫彼此偷水。这条巷子日常的生活用
水也有问题，不要说清洁居住的环境。教堂巷也
没有任何下水道，而乔治巷的下水道又在一个直

角处流向教堂巷。［12］1－2，17显而易见的情况是，教
堂巷的生活基础设施和环境卫生存在着严重的

问题，这个区域的城市基础设施非常匮乏。
关于圣吉尔斯教区的情况，恩格斯在《英国

工人阶级状况》中的描述是经典性的，“我们从伦
敦从它的著名的‘乌鸦窝’圣吉尔斯开始，这个地
方现在终于有几条大街穿过，所以是注定要被消

灭的……这是一堆乱七八糟的三四层的高房子，
街道狭窄、弯曲、肮脏，热闹程度不亚于大街，只
有一点不同，就是在圣吉尔斯可以看到的几乎全

是工人……房子从地下室到阁楼都塞满了人，而

且里里外外都很脏，看来没有一个人会愿意住在

里面。这些地方的肮脏和破旧是难以形容的;这
里几乎看不到一扇玻璃完整的窗子，墙快塌了，

门框和窗框都损坏了，勉勉强强地支撑着，门是

用旧木板钉成的，或者干脆就没有，而在这个小

偷很多的区域里，门实际上是不必要的，因为没

有什么可以给小偷去偷。到处是一堆堆的垃圾
和煤灰，从门口倒出来的污水就积存在臭水洼

里。住在这里的是穷人中最穷的人，是工资最低
的工人，掺杂着小偷、骗子和娼妓制度的牺牲者。
其中大多数是爱尔兰人或爱尔兰人的后代，甚至

那些还没有被卷入他们周围的那个道德堕落的

漩涡里面的人，也一天天地堕落，一天天地丧失

了力量去抵抗贫穷、肮脏和恶劣的环境所给予他
们的足以使德行败坏的影响”。［13］当然，对于那
个时代的卫生改革家、宗教人士和社会改革家来
说，这种地方是糟糕的和灾难性的。1857 年，圣
吉尔斯教区的卫生医务官布坎南医生在给教区

委员会的第一份报告中着重强调: “如果要求你
们命名一种状况，其马上造成一种过分的发酵

病、一种过分的结核病、一种更高的婴儿死亡率，
答案是现成的和不可避免的。你们可以很肯定
造成的所有这些疾病……如果你们仅仅把你们
的人挤在一起，那么他们将大大地呼吸不洁的空

气。”［14］他所指的地方就是圣吉尔斯教区所在
地，那里的情况可以说明环境恶劣的危害性。乔
治·戈德温也说: “几年前参观圣吉尔斯教区的
‘乌鸦窝’成为一种时尚，对那个陌生地的特点感
到好奇( 以及或许正是由于这些访问而实现了一

些改善) ;但那些访客中的极少数而不是多数意

识到伦敦及市镇的很多地方至今还存在着圣吉

尔斯任何部分在最坏时期一样的糟糕情况。”［15］

很明显，那个时代的许多人把圣吉尔斯教区的贫

民窟视为一种典型，也是其他贫民窟的参照

对象。
除了上述显性问题以外，这个区域的贫民窟

房地产存在着一些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也是英国

大多数贫民窟得以长期存在的原因。土地私有
制度属性决定了城市住房存在的方式，圣吉尔斯

教区也不例外。在圣吉尔斯教区，土地是属于几
个大家族的，班布里奇、巴克里奇和迪奥特原来
都是富裕的地主。在 19 世纪初，这个地区的很
多地方仍是班布里奇和迪奥特的地产。戴维·
格林和艾兰·帕顿根据 1843 年的税费册重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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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吉尔斯区域的房地产所有权类型。其中，圣吉
尔斯教区教堂巷的乌鸦窝，房屋所有权集中在很

少的几个人手里。我们在 1843 年教堂巷乌鸦窝
的房地产所有权列表中可以看到( 表 1) ，在建设
新牛津街而拆除教堂巷之前，18 个房屋所有者
( 业主) 拥有这个乌鸦窝中的 207幢房屋，其中前
9个所有者拥有 37 幢房屋，占比约 18%，而后 9

个所有者( 业主) 拥有 170幢房屋，超过房产总数
的 82%，其中 3 个最大的所有者( 业主) 拥有 102
幢房屋，占比达 49．3%，将近是所有房屋的一半。
这样的数据可以说明土地私有所有权高度集中，

房屋买卖几乎不存在，另外，少数业主拥有大量

的房屋产权。

表 1 1843年教堂巷乌鸦窝的房地产所有权［6］67

1－2( 幢) 3－9( 幢) 10－19( 幢) 20+( 幢) 总数

业主数量( 个) 2 7 6 3 18

房屋数量( 幢) 2 35 68 102 207

百分比 1．0 16．9 32．8 49．3 100．0

面对城市人口的快速集聚，房屋租赁事业有

利可图，市场不断扩大。在贫民窟区域，由于城
市管理不力，房屋租赁获得了更加野蛮的生长。
在圣吉尔斯教区，房屋所有权和租赁权之间的关

系是非常复杂的。在 1830 年代，圣吉尔斯教区
就存在这样的租赁关系，这些房屋租赁方法是，

所有者出租其整个的房地产或两三条街给一个

人，这个人每年支付租金，此人又把这些房屋出

租给一个每周付他租金的人，那个人进入以后，

又把房屋按照每间单独出租，当一个居住者进入

一个房间的时候，他又把房间的一部分出租给要

进来过夜的任何人。根据 1843 年的税费册，这
些房屋所有者不仅被记录为业主，而且也被记录

为使用者( 表 2) ，他们自己使用并出租，这种形
式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这些人的房地产通常集

中于一个或几个相邻的街道。例如，罗伯特·休
斯在 3个街道拥有房地产，而约翰·科万的 25座
房屋则位于这个乌鸦窝的 6个街道上。［6］59－60，68这
也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即这些房屋所有者之间

也存在复杂的使用权和租赁权关系。

表 2 圣吉尔斯教区的房屋所有权(低于 25英镑的房屋)［6］67

业主 所有 业主占用 转租 居住房屋 总数

查尔斯·英尼斯 60 20 40 3 63

T． 帕克 20 19 1 10 30

约翰·科万 25 25 － － 25

T． 菲茨杰拉尔德 13 12 1 11 24

罗伯特·休斯 15 － 15 － 15

T． 格罗特 13 5 8 2 15

G． 麦凯布 15 14 1 － 15

D． 麦克拉伦 13 13 － － 13

J． 麦克拉伦 12 12 － － 12

圣吉尔斯教区最大的房屋所有者( 业主) 是

查尔斯·英尼斯，拥有一年不到 25 英镑收入的
房屋所有权 60幢，其中 20 幢房屋自己支配控制
出租，收取租金，而将另外的 40 幢房屋租赁给二
手承租人转租使用，自己持有居住房屋 3 幢。查
尔斯·英尼斯既是一位地方律师，也是一位房屋
收租人。对于他来说，把房屋再转租给一个二手
承租人是非常平常的事。与查尔斯·英尼斯相
似的还有两位，一位是 T． 格罗特，拥有房屋所有
权 13幢，自己占用出租 5 幢，由二手承租人转租

8幢，自己持有居住 2 幢; 另一位是罗伯特·休
斯，拥有房屋所有权 15 幢，全部由二手承租人转
租。当然，在圣吉尔斯教区，比较多的房屋都是
所有者自己使用的，使用转租的比例比较低。例
如，T． 帕克总计拥有一年不到 25 英镑收入的房
屋所有权 20幢，其中 19幢业主占用出租，1 幢交
由二手承租人，自己持有居住房屋 10 幢。T． 菲
茨杰拉尔德拥有房屋所有权 13 幢，12 幢直接占
用出租，仅 1 幢由二手承租人转租，11 幢自己持
有居住。也有房屋拥有者全部自己占用出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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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租金的，没有转租和使用转租的房屋。例如，
约翰·科万拥有一年不到 25 英镑收入的房屋所
有权 25幢，自己占用出租 25幢，另有自己持有居
住的 25幢; D． 麦克拉伦有房屋所有权的房屋 13
幢，自己占用出租 13幢，另有自己持有居住的 13
幢; J． 麦克拉伦有房屋所有权的房屋 12 幢，自己
占用出租 12幢，另有自己持有居住的 12幢。
在圣吉尔斯教区，虽然房屋建筑质量并不

高，但房屋数量众多，房产经营异常活跃。在教
堂巷北边，受房东委托出租这些房屋的是乔治街

的海产经销商康罗伊先生、该条街上的杂货商托
马斯·菲茨杰拉尔德先生和酒店店主梅松先生。
在南边，上一级的房东是汉默女士和格罗特先

生，在北边是巴克里奇地产。显然，房地产所有
者把他的房屋出租给一个二房东，这个二房东把

他的房间出租给个人租户，这些租户再把房间的

边角出租给个人或家庭。［12］2，17正如 E． P． 汤普森
指出的，事实可能就是这样: 工人阶级的住房问

题就像一句大家知道的谚语所说的:每只跳蚤身

上“都有一批小跳蚤在吸它的血”。［16］由于圣吉
尔斯的地理位置是伦敦西区的中心，这一带的房

屋租赁特别火爆。大量的房屋被分割出租，其中
最突出的是散布于整个区域的大量寄宿房，在这

些房产里，居住过度拥挤。由于房屋再分割和出
租可以谋取巨大的利润，层层转租也是肯定存

在的。
表面上看，房屋再分割出租至少降低了房屋

的租金，有利于吸引贫穷的承租人。在圣吉尔斯
教区，房租通常比较低，但这与住宿条件密切相

关。查尔斯·库珀说过，以教堂巷 8 号庭院为
例，在一个 4英尺宽的狭窄通道里有 4个房间，下
面的 2个房间大约 10 平方英尺，高 6 英尺 4 英
寸，上面 2 个房间更小。4 个房间容纳 23 个常
客。下面 2个房间的租金是每周 2 先令 6 便士，
上面 2个房间的租金是每周 2先令 3便士。其余
的楼层，房间面积稍大，租金是一周 3 先令，居住
人数不等。［17］10事实上，这些租金是可以通过转
租楼层的角落或空床位而收回成本的。这些寄
宿房的房租看起来是比较低的，但对于房地产拥

有者来说，贫民窟住房的投资回报率可能是很高

的。因为在整个房地产的租赁链条的每一环，房
东似乎都能获得利润，如以 20 英镑到 30 英镑租
赁的房屋，在去除成本费用后会产生 70 英镑的
利润。例如，在爱尔兰人乌鸦窝的中心，教堂巷

21号每年向房东支付 25 英镑的租金，这个直接
的房客获得租金 58 英镑 10 先令，转租人再把房
间出租给寄宿者，获得估计 120 英镑的回报。这
些利润机会相应地吸引了一大群房屋承租人和

中间人，贫民窟住房意味着是一个赚钱的行当，

其它内环区域的情形也是一样的，因此房屋转租

和再分割是频繁的。［6］66当然，这种房屋经营方式
也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即所有人都把房屋经

营作为一种手段，至于房屋建筑本身存在的质量

问题则无人负责。由于所有者( 业主) 、房东和承
租人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因而没有人愿意去改

善区域基础设施、实施房屋维修和落实环境卫
生，即使政府法令在这样的区域也是难以执

行的。
在圣吉尔斯教区，1856 年根据《普通寄宿房

法案》登记有 69幢寄宿房房屋，大多数集中于最
穷的街道，包括教堂巷、卡里尔街和皇后街。不
过，现实情况是寄宿房的数量可能更多，因为为

了逃避《普通寄宿房法案》的条款，在同一个房间
中的居住者承认是一个家庭的成员而不是一般

的寄宿者。虽然根据房间大小，房间可以容纳 8－
40人，但是所有的房间普遍地拥挤，一样地肮脏。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寄宿房是最容易被识别的

一类住房，但是，这些住房的权责是难以分清的。
例如，教堂巷 7 号由查尔斯·英尼斯拥有，但租
给了托马斯·菲茨杰拉尔德。1849年，查尔斯·
库珀这样描述这幢房屋:“厕所被减除，粪池盖着
木板或泥土。下面的粪便通过木板溢出来，恶臭
物浸透了泥土……在一个背面的房间中，住着几
个爱尔兰人家庭……虽然对门的房间在白天只
有 3个家庭居住，但很多人在晚上才进门。这个
房间每周售 2先令。2个患热病的病例从这里带
走。窗户只有 8英寸，但后斜――那是通风的唯
一途经。虽然这个房间不过 9 平方英尺，但日光
到不了它的后边。房间没有足够高度，一个正常
的男子无法站立。收租金的人每个周一早晨来
到每个房间的门口。”［17］19－20由于这一带房屋产
权关系复杂，房屋层层转租，因而，房屋的基本功

能难于保证，即使原来质量较好的房屋也不能幸

免，必然趋于破败。

三

作为伦敦贫民窟的典型，圣吉尔斯的居民又

是一种怎样的构成呢? 在我们以往的研究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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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贫民窟居民的构成笔墨不多，其中主要原因是

缺乏必要的文献资料，虽然有亨利·梅休关于伦
敦劳动者和伦敦穷人的研究，但其更多地偏重于

职业描写，而不是对贫民窟居民的研究。但很有
意思的是，1848年伦敦统计协会曾经对教堂巷乌
鸦窝做过一个调查，对居住在这个区域的居民职

业和特征进行了分类，并做了一些分析。第一类
是店员、寄宿房管理员、酒馆老板、一些房屋的二
房东( 他们通过出租装修和未装修的房间获得大

量的利润) ; 第二类是街道上的水果、蔬菜、坏食
物和杂货商贩，清扫工、磨刀匠和门垫制作人;第
三类是乞丐、清道夫、街头歌手、没有稳定生计的
人和乡村流浪汉; 第四类是自称商贩的人，他们

可能是小偷，还有名誉不好的房屋占有者; 第五

类是年轻男女，年龄在 11岁到 30岁不等，以扒手
和各种程度的小偷出名。［12］16当然，也应该有少
量的房屋所有者( 业主) 。这里的居民是有一定
代表性的，稍后的托马斯·比姆斯也引用了这个
资料，说明圣吉尔斯教区的贫民窟居住者的分

类。［3］39－40在这些居民中，虽然爱尔兰人口占了相
当的比例，大约一半的居民是爱尔兰人，但绝大

多数仍是在伦敦长期居住的本地居民，被称为库

克，他们有极大的可能是在伦敦长期生活的居

民。在这个区域，大约 1 /8 的居民是爱尔兰人的
后裔，生于英格兰; 剩余的人是由英格兰人构成

的，其中有些人的境况好一些。［12］16伦敦早期统
计协会的这些数据分析，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关

圣吉尔斯教区居民职业的信息。
在寄宿房过夜的人，虽然很大一部分仅仅是

过客，但仍有一半居住者被认为是常客。［18］戴维
·格林和艾兰·帕顿根据圣吉尔斯教区和圣乔
治教区居民的居住情况和审查书做的样本统计，

其中以 15岁以上的出生地在爱尔兰或英国的成
年人为统计对象，其中英国人 53人、爱尔兰人 65
人。居住时间少于 1年或 1至 2年的爱尔兰人占
比比较高，分别达到 30．9%和 10%，而英国人仅
分别占 18．2%和 5．8%; 而居住时间 5 至 10 年及
10年以上的，则可以看到英国人占比明显增高，
分别达 20． 5%和 41． 8%，而爱尔兰人仅分别占
11%和 37．1%。［6］77从这些居住时间样本也可以看
到，英国本地居民贫穷的比例也不在少数，而且

相当一部分人是长期的贫穷，这些人的贫穷也恶

化了整个圣吉尔斯教区的居住环境和氛围。
一般来说，这些居民都是社会的底层阶级，

带有普遍的贫穷和生活缺乏保障的特征。如果
以教堂巷的乌鸦窝作为贫民窟的原型，那么其居

民可以代表居住在伦敦贫民窟大杂院和小巷的
“社会渣子”。在这个区域里，尽管也有其自己的
日常雇佣工―“劳工贵族”，包括寄宿房的看门
人、店主和当铺老板，但绝大多数的居民过着不
稳定的和报酬可怜的生活，像街道贩卖、服务、乞
讨和小偷。在圣吉尔斯这样的贫民窟，我们可以
从职业、种族、年龄和性别方面去加以甄别，从而
看到多样化的和复杂的生活序列。1851年，英国
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在有关人口普查的摘
录里，我们可以从一些人口职业样本中了解圣吉

尔斯教区的职业结构状况。
圣吉尔斯教区统计到的男性就业人口为

14768人，女性人口为 8670 人。我们可以看到，
制造业和家政服务在就业比例中有最高的百分

比，分别为 41．5%和 24．2%;而从事农业的比例是
最低的，只有 2．2%。在伦敦的城市化进程中，圣
吉尔斯教区的农业消失很快，而社会其他行业特

别是服务业的就业人口在逐渐增加。在上表中，
我们还可以看到男性职业与女性职业有明显的

差异，男性大多从事制造业的工作，占比达 47．
3%，而女性 55%的人从事家政服务，还有 31．7%
在制造业中就业。［6］69然而，在教堂巷乌鸦窝及其
他贫民窟的居民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由于从事不

熟练的职业，大多数人过着一种不稳定的生活。
由于圣吉尔斯教区靠近科文特花园市场，因而其

职业结构带有明显的地方特点，更多地趋向于一

般的劳动力、搬运工、水果小贩和街道叫卖者。
在 1851 年的人口普查中，圣吉尔斯教区的男子
虽然有 9．9%被记录为一般劳动者，但在条件最差
的街道和大杂院，像教堂巷和怀特大杂院，一般

劳动者的比例分别上升到了 54．7%和 41．6%，小
贩、水果小贩和街道买卖者更多。根据人口普查
员的册子显示，1851 年教堂巷 26． 6%的男子和
61．6%的妇女从事小买卖。在怀特大杂院，男子
和妇女从事小买卖的数据分别是 15%和 39．
3%。［6］69除了这两个主要行业以外，其余不同形
式的工作也是不稳定的职业。
戴维·格林和艾兰·帕顿还根据 1832 年至

1862 年圣吉尔斯教区和圣乔治教区的居住和审
查书材料，利用其中的申请济贫救济的职业人员

数据( 表 3) ，从另一个视角来考察圣吉尔斯教区
的职业情况。在表 3 中，我们可以看到成年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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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贫困救济有一半以上集中于一般劳动力( 苦

力) 和制造业行业中，分别占 28．2%和 28．2%，一
样的百分比;其后是街道水果贩卖、建筑、服务和
其他，分别为 10．1%，7．6%，7．2%和 18．6%。相比

之下，成年女性申请贫困救济者相对均衡地分布

于服务业、制造业、烧炭和洗衣与水果买卖，分别
为 23．2%，21．6%，18．8%和 17．7%;卖淫也占一小
部分，占 8．2%;其他占 10．4%。

表 3 1832－1862年申请济贫者的职业［6］71

职业
男性 女性 总数

数量 % 数量 % 数量 %

劳动力 156 28．2 156 14．2

制造业 156 28．2 118 21．6 274 24．9

水果贩 56 10．1 97 17．7 153 13．9

建筑 42 7．6 42 3．8

服务 40 7．2 127 23．2 167 15．2

烧炭和洗衣 103 18．8 103 9．4

妓女 45 8．2 45 4．1

其它 103 18．6 57 10．4 160 14．5

总数 553 99．9 547 99．9 1100 100．0

综观圣吉尔斯教区的职业分布情况，贫民窟

居民绝大多数以体力劳动为生，在职业总比例

上，更高比例的人从事非技能性的劳动。虽然在
制造业方面的男女就业总比例看起来不低。然
而，那些就业于制造业的男女劳动力，主要从事

成衣或制鞋，仍是一种低端的体力劳动，这两个

行业以绝对的低工资和工作环境特别的恶劣为

特征，有时候被称之为“血汗行业”。［19］另外，其
他行业的报酬也是不高的，因为那些职业都具有

低技能和体力活的特点，很多的贫民窟居民蜂拥

而入，竞争加剧了就业的困难。除了在乌鸦窝中
那些寄宿房看管人、当铺老板和店主以外，很少
有人能够依靠一种正常而充分的收入生活。对
于女性而言，家政服务、针线活、洗衣等工作既不
稳定，报酬又特别地低。如果一个家庭丧失男性
劳动力，那么随之而来的困境几乎是无法回避

的，一些妇女因而被迫卖淫，以缓解生活压力。
从圣吉尔斯教区职业分析来看，贫民窟居民的聚

集本身就是因为贫穷而寻求的栖身之地，而一旦

无法改变贫穷的命运，反过来又加剧了这种区域

的贫困化。
在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贫民窟现象令人印

象深刻不仅仅因为贫民窟本身，也因为那个时代

新闻媒体的兴起，造就了一些历史经典的记忆。
对于一些具有想象力的作家来说，圣吉尔斯的场

景是非常吸引人的。查尔斯·狄更斯的朋友和

传记作者约翰·福斯特曾经回忆，说狄更斯对圣
吉尔斯贫民窟有深深的“厌恶吸引力”，如果想劝
诱他出去，只要说能够带他经过七街日晷，那么

他会感到无上幸福，呼喊“天哪! 来自那个地方
的多么惊人的邪恶、欲望和赤贫的野蛮景象出现
在我的脑海里!”［20］对于现代研究者来说，维多
利亚时代观察家的考察视角是非常有意思的，戴

维·沃德认为，“早期维多利亚时代观察家经常
强调单个家庭陷入最臭名昭著贫民窟的悲惨境

遇，以此作为绝大多数城市居民能够承受那些条

件的绝对案例;而维多利亚晚期的评论家也通过

个人悲剧的细节吸引其读者，但他们特别地以贫

民窟而不是更大程度地以城市社会来说明最严

重的社会问题。贫民窟不再被视为绝对贫困或
犯罪行为的分散凹地，而是视为内城的巨大部

分，像没有考察的热带一样似乎既是异国的又是

遥远的”。［21］其实，无论从贫民窟居民的个案还
是从整个城市社会的状况看，大城市的贫民窟都

是时代的产物。圣吉尔斯教区作为一个肮脏又
臭名昭著的地方已经深深地留下了烙印，其贫民

窟的标签难以摆脱，尽管在维多利亚晚期这个区

域渐趋消失，但始终未能完成贫民窟形象的

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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